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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问责可以提升政府绩效吗？
—基于CFPS数据的断点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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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 强化问责是否可以提升政府绩效？学界的答案仍存在争议，需要继续检

验。中共十八大后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责，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新机

会。 【设计/方法】 基于2010～2016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以2013年中央

强化问责前后中国的县级政府绩效变化为分析对象，可以检验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

【结论/发现】 强化问责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政府绩效水平，政民互动过程的回应性、服务性、公平性

和规范性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力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先升后降，可

持续性较差。这一立足全国宏观数据和基于自然实验的分析结果，回应了学界关于问责“有效”和“无
效”的争论，提供了争论成因的初步解释，并为理解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时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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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an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improv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e
answer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needs to  be tested.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ed  accountability,  which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natural  experimen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tracking survey data of Chinese families from 2010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breakpoint  regression  method  to  test  the  impact  and  path  of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y taking the  changes  of  county  and distric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accountability in 2013 as the analysis  object.  [Conclusions/Finding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responsiveness,  service,  fair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government
behavior are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shows
an  inverted  U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sustainability  is  poor.  Based  on  the  national  macro  data,  the  analysis
based on natural experiments and the interview data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is paper responds to the debate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effectiveness” of  accountability  in  academic  circle,  provides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ebate,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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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问责一直被视为规范政府管理和提升政府绩效

的有效手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强化监督和问责，明确强调各级党政干部

要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

责”，将强化问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过

多年的发展，我国也逐渐形成行政问责、政治问

责、党内问责三位一体的问责体系。然而，关于加

强问责的实际效果，学界的观点泾渭分明。一种观

点认为，强化问责可以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感，提

升政府的回应力，进而提高政府绩效；另一种观点

则指出，问责和避责为一体两面，高压态势下的问

责也会导致官员避责和不作为，反而损害政府的创

新活力和服务绩效。因此，强化问责是否及如何对

政府绩效产生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检验。目前，国

内学界围绕问责效果的研究主要采用微观个案评估

的方式，缺乏基于全国宏观数据和立足因果机制的

检验。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

党、推行强化问责对政府形成的外生冲击刚好构成

了自然实验，不仅为在全国范围的宏观层面揭示其

影响政府绩效的因果逻辑提供了机会，也为检验强

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更有助于

拓展现有理论对两者关系的解释。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关于问责与政府绩效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基本主张是，加强问责将导致更高的绩效 [1~2]。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问责与绩效的关系充斥着矛

盾性和复杂性：问责的后果并不确定，难以把握其

积极或消极的可能性[3]。这种复杂关系，将直接引

发问责对政府绩效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并使

得学界的研究呈现问责“有效派”和“无效派”两

种观点。

“有效派”认为，问责制因其塑造的规范性和

传导的强制性压力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绩效。问责机

制是政府保持和改善政府绩效的最重要手段之

一[4]，Anderso指出，问责制强化了民主治理中的责

任性与透明性，进而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治理效

能[5]。Dubnic和Frederickson认为，精心设计的基于

绩效测量的问责制原则上可以提高治理质量，从而

改善公共部门实现其目标的前景[6]。Han考察应用

于政策实施过程的问责机制时发现，美国联邦机构

的三种问责机制同时对机构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7]。

Choi等学者也提出，更强的问责制为组织带来了更

理想的结果，特别是法律问责与所有机构中的大多

数绩效变量都呈正相关 [8]。Brewer和Walker则指

出，问责通过保证行政过程的规范性、开放性和对

利益相关者的回应性，来提升公共服务绩效[9]。可

见，这些研究揭示，问责制度有效提升了公共政策

实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然而，“无效派”则指

出，问责削弱了组织的灵活度和创新性且与避责伴

生，进而导致组织绩效的损失。Bozeman认为，强

加给公共组织的一系列复杂规则、法规和程序通常

会失灵并使组织运行僵化守旧，将对其绩效产生负

面影响[10]。Schillemans等指出，问责制消耗了行政

人员的精力和分散其注意力并导致目标错位，引发

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官僚行为进而可能损害组织绩

效[11]。倪星强调，问责的强度塑造着政府官员行

为，当避责策略有效时，高强度的问责可能导致更

为激烈的避责行为[12]。陈汉宣和高洁的案例研究也

发现，加强问责会阻碍政府绩效提升，目标责任制

的推行会导致重视短期问责而轻视长期政府能力建

设问题[13]。因此，两派关于问责是否提升政府绩效

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两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

综合上述研究“盲人摸象”般的不同结果，可

能的原因是研究者各自“摸”到了问责对政府绩效

产生影响的不同侧面，如一方面是在实施问责的起

始阶段由于问责客体“不敢顶风作案”或尚未发现

避责策略而使问责对政府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另一

方面是严苛问责导致组织创新活力下降、问责与避

责的共生、实施问责中后期阶段问责对象的“机会

主义”避责策略等因素导致问责被消解甚至损害绩

效，第三种可能就是有的研究使用个案来探寻问责

的影响，而不同个案的属性又会对揭示两者的因果

关系形成干扰。总之，关于问责影响政府绩效的因

果关系，需要使用范围更广的宏观数据和因果机制

更为明晰的方法予以验证。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所在。中共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即以2013年为时间

点，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

和活动，如强化反腐倡廉、启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首轮巡视、发布党内法规、开展“反四风”等，具

体如图1所示。这构成了强化党政官员的法律、政

治、行政、伦理责任意识和负责行为的组合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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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高悬在官员头上的问责“达摩克利斯之剑”，

强化了对官员行为和作风的失责、失范、失德的约

束。因此，这一自然实验为在宏观层面检验强化问

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提供了机会。
 
 

中共十八大召开

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中央出台 “六项禁令”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打

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启动，对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情况进行巡视监督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四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准，
即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加强反腐败、反四风体制机制创新和建设

2012 年 11 月 8 日

2013 年 1 月

5 月

6 月

11 月

12 月

 
图 1   2013年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强化问责的主要事件

 

 二、强化问责影响政府绩效的路径假设

问责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制度设计，隐含

着提升政府绩效的诉求。问责的含义至少包括回应

和强制两个基本维度，回应代表“问责对象有义务

告知和解释他们正在做什么”，而强制则代表问责

对象需要为不当行为承担强制性的惩罚[14]。因此，

对问责广义理解是指符合这两重维度要求的责任追

究形式，如行政问责、积极问责等概念[15]。对此，

本文所指的强化问责并非指向某项针对具体行政事

项或行为的问责制度的实施，而是指2013年党中央

实行的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绩、工

作作风的一系列举措所形塑的综合问责环境的变

化。这一变化改变了权力运行的诸多条件，在很大

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政府履职的行为特征。从理论上

说，这一制度环境的变化可以促进政府行为的公平

性、回应性、服务性和规范性进而对政府绩效结果

产生影响。具体假设路径详见图2。
 
 

问责措施

中央强化反腐倡廉

中央启动首轮巡视

中央发布党内法规

中央开展 “反四风”

中央提出新时期
“好干部标准”

压力传导 政府影响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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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

政治压力
.

作风压力
.

绩效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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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
.

服务性
.

回应性
.

规范性

政府
绩效

 
图 2   2013年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影响路径图

 

首先是公平性机制。公平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

值[16]，也是问责制的主要捍卫对象和政府绩效的重

要内涵。实行问责的目的涵盖绩效、公平和公正[6]。

确保官员干部不以权谋私，对待群众一视同仁、不

偏私，以及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配领

域的公平性，往往是问责的主战场。如“八项规

定”中明确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减少特权现

象；在“六项禁令”中严禁官员违反规定收送礼

品、礼金、有价证券等任何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物

品。其次是服务性机制。秉持专业、良好的服务态

度，为公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绩效

的核心要求。行政问责制源于专业精神、专业知识

和道德标准，希望通过应用专业知识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来为公众利益服务[17]。中央在“反四风”中明

确要求，反对形式主义，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

题；反对官僚主义，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

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可见，问责是强化服务性以

提升政府绩效的有效途径。再次是回应性机制。政

府回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行政问责的主要维度

和政府绩效的重要内容。而提升政府的回应性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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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问责和政府绩效目标的应有之意。高强度的行

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

效回应行为[18]。在2013年全党上下开展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出了在维护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失职失

责问题的问责，提高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及时性、

有效性，最终提升政府绩效。最后，规范性机制。

规范性强调政府权力的边界，问责以责任控制的方

式减少官员的滥权、越权等不规范行为。规范性是

政府履职增效的前提，强化问责可以通过规范权力

运行来确保绩效产出、减少绩效摩擦和损失以及获

得公民认同来提高政府绩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

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

运行流程，明晰政府权力的界限，增强依法行政的

规范性。因此，通过对2013年党中央强化问责这一

时间断点政府权力运用规范性、公平性、回应性和

服务性所产生的政民互动过程体验的前后比较，可

以有效识别强化问责是否循这四条路径显著影响公

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三、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源自2010年、2012年、2014年和

2016年持续四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对全国16岁及以上的

成年人调查中获得的追踪数据。该调查为全国性调

查，采用内隐分层（Implicit Stratification）方法抽

取的多阶段概率样本，覆盖25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162个县（市、区），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

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在成人数据库中，2010～
2016年平均每期样本量约为38 000。CFPS的追踪数

据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点，增加了数据的自

由度并降低了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因此能够

提高计量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删除了没有连续四期受访的样本，并对缺失数据采

用临近点的线性趋势方法和均值法进行填补。最后

得到每期用于实证分析的9 117个样本，四期共36 468
个观测值。各个变量设置及其具体含义见表1。

 
表 1    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变量名称 含义

结果变量 政府绩效 公众对去年本县（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1~5（1=比之前更糟了，5=有很大成绩）
处理变量 强化问责 2013年之后取值为1，2013年之前取值为0

中介变量

公平性 公众“没有受到政府干部的不公正对待”取值1，否则为0
服务性 公众“与政府干部没有发生过冲突”取值1，否则为0
回应性 公众“到政府办事时没有受到不合理的拖延、推诿”取值1，否则为0
规范性 公众“到政府办事时没有遭到不合理的收费”取值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年龄 根据出生日期计算当年年龄
学历 高中以下=0，高中及以上=1
收入 个人上一年税后工作总收入，取对数

相对社会地位 自评社会地位：0~5（0分表示很低，5分表示很高）
生活满意度 自评生活的满意程度：0~5（0分表示很不满意，5分表示非常满意）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1~3（1分表示不太健康，3分表示健康）
廉政评价 公众对政府腐败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 0~10（0分表示不严重，10分表示非常严重）

资料来源：CFPS调查问卷。

 

1. 结果变量。本文的结果变量为政府绩效。在

政府绩效评价实践中，存在着重视成本效益分析和

量化数据的客观测量和强调公众主观评价两种基本

模式[19]。公众对政府工作表现的评价体现了政府有

效满足社会、市场需求和公众心理预期的程度，反

映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评价导向[20]。本文关

于政府绩效的测量内容并非是针对某一政府的具体

行为或政策（项目）结果的微观判断，而是公众对

本地县（市、区）政府工作表现的总体评价，采用

从“1”（很差）到“5”（有很大成绩）的五级李

克特量表。

2. 自变量。自变量即处理变量。中共十八大后

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我国强化问责的

新局面。本文以2013年为时间断点，代表实施强化

问责的时点。相应地，2013年之前取值为0，2013
年之后取值为1。

3. 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分别为政府工作人员与

公众互动行为的公平性、服务性、回应性和规范

性。这四个变量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日常接触

和互动过程，而接触评价是影响公众主观评价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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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因素[21]。因此，可以选取政民互动的过程体

验作为公众对政府工作绩效总体评价的中介变量。

CFPS问卷收集了调查样本关于这些变量的切身体

验数据。

4.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政府绩

效的评价会受到人口和经济社会特征、心理状态的

影响，因此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

学历、收入以及相对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和健康

状况[22~25]。此外，反腐败也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绩效

的评价[26]，因此本文将公众对政府的廉政评价列为

控制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和最

小值，以及在强化问责前后的均值。可见，政民互

动行为的公平性、回应性、服务性和规范性，以及

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均值在实施强化问责后得到

提高，强化问责可能起到了提升政府绩效的作用，

不过其可靠性仍有待后续的检验。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强化问责前的均值 强化问责后的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府绩效 36 468 3.60 3.55 3.65 0.85 1 5
性别 36 468 0.52 0.52 0.52 0.50 0 1
年龄 36 468 48.89 46.93 50.86 13.58 16 94
学历 36 468 0.22 0.22 0.22 0.414 0 1
收入 36 468 4.05 5.517 2.53 4.59 0 13.59

相对社会地位 36 468 2.88 2.77 2.98 1.01 1 5
生活满意度 36 468 3.62 3.45 3.79 1.04 1 5
健康状况 36 468 2.46 2.40 2.52 0.75 1 3
廉政评价 36 468 6.39 6.10 6.69 2.44 0 10
公平性 36 468 0.89 0.89 0.90 0.31 0 1
服务性 36 468 0.95 0.95 0.96 0.21 0 1
回应性 36 468 0.85 0.85 0.86 0.35 0 1
规范性 36 468 0.91 0.87 0.94 0.29 0 1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三）模型估计与方法

本文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检验政府绩效在党的十

八大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责的2013年之后是否

有向上跳跃。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分析方法近似于随机试验，同时也可以对其设计的

有效性进行检验，从而为检验变量的因果关系提供

可能性。其基本思想就是在外生变化环境中寻找合

适的配置变量，使因变量发生“跳跃”，但不直接

影响因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27]。本文借鉴部分学

者的研究，以政策制度实施的时间为断点，以时间

作为配置变量来评估政策效应[28~29]。如能观察到政

府绩效在2013年前后发生显著跳跃，就可将这种变

化归因于强化问责的施行。由于在断点后的问责政

策实施是确定性的，因此本文根据 I m b e n s和
Lemieux[30]采用的局部实验效应的估计方法，构造

断点回归模型：

Assessi,t = ∝ +β (t− c)+δDi,t +γ (t− c) Di,t+∑8

k=1
µkXk,t +εi,t (1)

Assessi,t t i

t

c是断点2013年， t ⩾ 2013 Di,t = 1

Di,t = 0 k是表示控制变量的序号，如Xk,t k

t ∝ β δ γ µk

是本文的结果变量，表示第 年第 个公

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代表政府绩效； 是年份，

当 时，虚拟变量 否则

； 为第 个控

制变量在 年的值； 、 、 、 、 均为系数，其

δ εi,t t c中 为政策系数； 为随机扰动项。当 = 时，此模

型就可以转换成OLS回归模型，来初步检验强化问

责是否会对政府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OLS基准模型

首先，本文使用OLS回归，将强化问责设置为

二分处理变量（2013年以前年份为0，2013年以后

年份为1）来评估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结

果见表3。如（1）（2）列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强化问责均显著提升了政府绩效；而在

（3）（4）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之后，结果也表

明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不

过，OLS模型可能会忽视变量内生性问题，并导致

估计的结果出现偏差。另外，其他影响公众政府绩

效评价的因素也可能随着问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例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生

活满意度等因素。可见，如果仅依靠OLS模型则无

法将强化问责的净效果准确评估出来，因果机制仍

有待检验。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使用断点回归模

型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并评估强化问责的政策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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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断点回归模型

为更可靠地评估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

此处采用断点回归的非参数方法来进行估计分析。

首先，借助图形来初步判断结果变量与配置变量之

间的关系。对配置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之后，如

图3和图4所示，无论是进行线性拟合还是二次拟

合，政府绩效在2013年强化问责前后存在明显的跳

跃，跳跃幅度在0.3左右，初步说明实施强化问责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某种机制提高了政府绩效。虽然

图形为强化问责与政府绩效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提

供了部分证据，但还不能确定具体的影响程度以及

显著性。同时，在进行估计之前，仍需要对断点回

归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以判断其是否满足模型的

假设条件。

 1. 有效性检验

 （1）配置变量不受人为操纵的检验

即检验断点附近是否存在操纵配置变量的问

题，也就是检验配置变量在断点处是否连续。如果

存在人为控制配置变量的情况，则会在断点左右导

致明显的个体分布差异，系数估计值就会出现偏

差。有学者认为，如果采用时间作为配置变量则无

法人为操纵[27~28]。本文亦以时间作为配置变量，调

查样本无法对其进行操纵。同时，此处使用rdcont
命令检验断点两侧的配置变量密度函数的连续性。

断点回归在2013年处的样本非随机检验的 p值为

0.791 ，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配置变量密度函数

在临界值处是连续函数。因此，模型的配置变量不

存在人为干预，满足模型的随机性假设，通过了配

置变量不受人为操纵的检验。

 （2）局部平滑性的检验

局部平滑性就是检验控制变量是否在断点处连

续。本文采用李卫兵、刘生龙等学者[31~32]使用的方

法来检验控制变量的连续性。即使用局部线性回归

的方法，将控制变量代替断点回归模型中的结果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控制变量在断点处

的变化并不显著，断点效应系数较小且远低于均

值，因此不会干扰本文的断点回归估计。

 2. 断点回归估计

通过了有效性检验后，可以认为断点回归模型

适用于本次的研究，使用强化问责作为自然实验并

采用断点回归估计去考察其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是有

效的。本文使用stata软件的rd断点估计命令来检验

中共十八大后的2013年中央实施的强化问责对政府

绩效的影响。此处使用Imbens和Kalyanaraman提出

的MSE方法来计算出此次断点回归的最优带宽为

3.341。如表5所示，强化问责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政

表 3    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影响的OLS回归结果

变量
政府绩效

（1） （2） （3） （4）

处理变量
（强化问责）

0.092***

(0.009)
0.048***

(0.008)
0.256***

(0.097)
0.253***

(0.096)

性别
0.028** 0.033***

(0.121) (0.009)

年龄 0.005*** 0.006***

(0.000) (0.000)

学历 0.312*** 0.048***

(0.121) (0.009)

收入 0.004*** –0.003***

(0.001) (0.001)

相对社会地位 0.048*** 0.058***

(0.005) (0.005)

生活满意度 0.072*** 0.008***

(0.004) (0.005)

健康状况 0.028*** 0.040***

(0.006) (0.006)

廉政评价 –0.004** –0.011***

(0.006) (0.002)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36 468 36 468 36 468 36 468
R2 0.002 9 0.037 0.011 0.044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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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线性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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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次型拟合结果

注：横坐标数值表示各年份与2013年之间的差距。图3实线为强化问责

对政府绩效的线性拟合线，图4实线为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二次方拟

合线，虚线表示95%水平置信区间上下限，圆点为散点。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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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绩效，且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仍然显著，有无控

制变量的政策效应相差不大。前文图1显示因变量

在断点前后存在跳跃的初步发现，得到断点回归模

型结果的证实。因此，OLS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的

结果均表明，强化问责促使政府绩效水平得到提

升，但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
 

表 5    强化问责影响下政府绩效的断点回归估计
 

变量
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

（1） （2）

断点效应 0.343*** 0.305***

(0.019) (0.019)
控制变量 无 有
观测值 36 468 36 468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3. 稳健性检验

 （1）不同带宽下的断点回归

断点回归中所选带宽的大小会影响到断点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一般认为，带宽越小，断

点附近的各种因素就越相似，跳跃的识别就越准

确，但也可能导致样本大量损失而估计失败。因

此，本文基于样本量与最优带宽考虑，分别使用最

优带宽的50%、200%作为带宽对模型进行回归，

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6所示。使用

0.5倍最优带宽进行断点回归，强化问责对政府绩

效的积极影响在有控制变量情况下显著；使用2倍
最优带宽进行回归，无论是否有控制变量，政策效

应依然显著。由于有控制变量的情况更贴近现实情

况，此时的系数均显著，与之前得到的结论一致，

说明断点回归模型是稳健的。

 （2）断点的安慰剂检验

在2013年前后，我国也出台了一些规范官员行

为、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可

能对政府绩效造成影响，因此需要设置伪断点进行

安慰剂检验。如果在其他制度实施节点里，结果变

量也出现了明显的跳跃，就说明原来的断点回归模

型得到的结论并不可靠。本文在原政策断点年份前

后各取一个假定的断点，即 2012年和 2014 年进行

断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改变断点位置以后，无

论是否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证明了本

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如表7 所示。
 

表 7    稳健性检验：伪断点回归
 

断点时间
2012年 2014年

（1） （2） （3） （4）

断点效应
–0.06 –0.04 0.136 0.02

(0.058) (0.058) (0.088) （0.091）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观测值 9 321 9 321 9 221 9 221

注：计算2012年为断点时的带宽为1.6，2014年为断点时的带宽为1.26。
 

 4. 异质性检验

 （1）不同地区省份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于强化问责的敏感度

不同，可能有着不同的绩效水平。为了更可靠地检

验本文的观点，限于数据库只开放省级编码，本文

将样本按省份进行异质性分析。我国东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对政策制度

的执行情况并不一致，因而强化问责对不同地区的

政府绩效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按照国家发改委的

解释，东部地区是指较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

沿海省市，包括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海南省、上海市、

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和山东省。将东部与中西

部地区进行分样本断点回归，结果如表8的（1）~
（4）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在有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强化问责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政府绩效的效

应均为显著，而且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这

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有着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更

多的公共管理人才，对问责制度的执行效率更高，

因而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更大。

（2）不同学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

在以公众的主观评价作为政府绩效的测量中，

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绩效评价结果[33]。不同

的知识水平会带来差异化的个体认知，不同知识水

平的个体在绩效信息的收集、识别、分析等方面表

现出不同的能力, 对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实际服务质

表 4    断点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连续性检验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收入

断点效应 –0.00 –0.13 0.00 –0.12
(0.01) (0.31) (0.01) (0.02)

控制变量 相对社会地位 生活满意度 健康状况 廉政评价

断点效应 0.08 –0.04 0.04 0.51
(0.14) (0.14) (0.08) (0.34)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表 6    稳健性检验：改变带宽的断点回归结果

变量带宽
对称带宽=1.524 对称带宽=6.095

（1） （2） （3） （4）

断点效应 0.085 0.146* 0.343*** 0.268***

(0.09) (0.084) (0.02) (0.02)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观测值 21 424 21 424 32 277 32 277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 22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5 卷



量的感知也不一样, 进而不同学历的公众在强化问

责的影响下可能作出不同的绩效评价。根据收集到

的数据，将所有样本划分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和高中

以下学历，然后分别进行断点回归估计。结果显

示，对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公众而言，强化问责

对其绩效评价的提高作用要小于高中以下学历的居

民，即强化问责对学历较低公众的绩效评价的正面

影响更大，如表9所示。可能的原因是，学历越高

的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值也更高、获取绩效信息的能

力也更强，因此更倾向于对政府绩效作出更审慎的

评价。
 

表 9    样本的学历异质性检验
 

差异化样本
高中以下 高中及以上

（1） （2） （3） （4）

断点效应 0.373*** 0.309*** 0.238*** 0.165***

(0.022) (0.022) (0.036) (0.036)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N 28 434 28 434 8 031 8 031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3）不同收入样本的异质性分析

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收到收入水平的影响[34]。

按照CFPS问卷中的收入划分区间，以年收入5万元

作为分界点，将所有样本划分为税后年收入5万元

及以下和5万元以上的样本分别进行断点回归估

计。结果显示，强化问责对较低收入者的政府绩效

评价的影响显著高于较高收入者。在无控制变量的

情况下，较低收入者的政府绩效评价因强化问责而

提升的幅度大约是较高收入者的1.7倍，而且在有

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强化问责对后者的效应在统计上

并不显著，如表10所示。可能的原因是，较低收入

的群体会因政府质量的提高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幸福

感受[35]，从而倾向于对政府绩效给予更高的评价。

 5. 作用机制检验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政民互动过程的公

平性、服务性、回应性和规范性是否在强化问责与

公众对政府工作绩效的总体评价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根据Baron和Kenny[36]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和检

验程序，本文研究的中介效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政府绩效在2013年的断点前后有显著跳跃，

通过方程（1）评估，以测量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

的总效应。其次，公平性、服务性、回应性和规范

性四个中介变量在断点前后也需要有显著跳跃，代

表强化问责对四个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具体操作

为将方程（1）的因变量分别改为四个中介变量。

最后，政府绩效与四个中介变量分别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具体中介效应计量模型如式（2）所示：

Assess2 = ϑ0+ϑ1d+φMediatorn+πX2+ε2 (2)

Assess2

d

Mediatorn

n = 1,2,3,4；X2

φ d

ϑ1

π ε2

为此方程的结果变量，反映政府绩效；

为虚拟变量，强化问责前为0，强化问责之后为

1； 依次为中介变量政民互动的公平性、

服务性、回应性和规范性， 代表控

制变量； 为控制 之后，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

作用效果； 是控制中介变量后，强化问责实施对

政府绩效的直接效应； 是待估计的参数， 为随

机扰动项。

检验结果如下：（1）表5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强

化问责可以显著提升政府绩效，断点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

个条件。（2）对四个中介变量分别作断点回归的

图形分析，从图5到图8可以看出，无论是公平性、

服务性还是回应性和规范性，在95%置信区间水平

下均发生了显著的跳跃。同时，模型结果显示，强

化问责改善了公众对政民互动过程的公平性、服务

性、回应性和规范性的体验感，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个条件得以成立，详见

表11。（3）运用OLS模型检验政府绩效与政民互

动过程的公平性、服务性、回应性、规范性的关

系。回归结果显示，四个变量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系

数分别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政民互

动过程的公平性、服务性、回应性、规范性显著正

向影响公众对政府工作绩效的总体评价，详见表12。
同时通过以上三个步骤的检验，可以证明四个变量

在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发挥了中介作用，即

表 8    样本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差异化样本
东部 中西部

（1） （2） （3） （4）

断点效应 0.373*** 0.254*** 0.102 0.118***

(0.028) (0.028) (0.097) (0.025)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N 16 640 16 640 10 145 10 146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表 10    样本的收入异质性检验

差异化样本
5万元及以下 5万元以上

（1） （2） （3） （4）

断点效应 0.347*** 0.283*** 0.205* 0.112
(0.02) (0.02) (0.112) (0.116)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N 35 724 35 724 744 744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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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问责的实施可以通过改善公众对政民互动过程

的公平性、服务性、回应性、规范性体验感来提升

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
 

表 11    强化问责对中介变量影响的断点回归估计
 

中介变量
公平性 服务性 回应性 规范性

（1） （2） （3） （4）

强化问责 0.072*** 0.039*** 0.096*** 0.105***

(0.007) (0.005) (0.008) (0.00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带宽 3.939 4.571 5.165 3.171
观测值 32 085 32 085 32 085 32 085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表 12    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影响机制的OLS检验

 

变量
政府绩效

（1） （2） （3） （4）

公平性 0.350***

(0.014)

服务性
0.400***

(0.021)

回应性 0.332***

(0.012)

规范性 0.335***

(0.015)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427 2.317 2.460 2.426
样本数 36 468 36 468 36 468 36 468

R2 0.053 0.046 0.056 0.050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
上显著。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使用CFPS连续四期的成人追踪数据，基

于中共十八大后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

责的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尝试在宏观上进

一步检验加强问责对提升政府绩效的影响，形成以

下研究结论：第一，实施强化问责在短期内显著提

高了政府绩效水平。断点回归模型通过了有效性检

验，并且在改变了带宽、选择伪断点之后的回归结

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强化问责

对东部地区政府的绩效影响更大，并对学历低或收

入低的群体的政府绩效评价产生更大的影响。第

二，强化问责通过政民互动过程的公平性、服务

性、回应性和规范性这四个中介变量对政府绩效产

生影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这四个变量

的中介作用效应显著。第三，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

的影响力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图1形象地反映

了这一趋势。数据统计也发现，在实施强化问责

后，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均值在2014年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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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强化问责对政民互动公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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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强化问责对政民互动服务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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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强化问责对政民互动回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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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强化问责对政民互动规范性的影响

注：横坐标数值表示各年份与2013年之间的差距。实线为线性拟合

线，虚线表示95%水平置信区间上下限。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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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比2012年（均值为3.52）提高了6.25%；然

而，2016年则下降至3.55，基本上恢复至2012年的

水平。这说明，强化问责初期对提升政府绩效发挥

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延，其作

用逐步弱化并难以持续。究其可能的原因，一是问

责与避责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伴而生、互动一体

的“一币两面”[37]，问责的不断强化驱使官员的行

为走向“避责”，两者相互触发甚至可能相互抵消

最终不断消解问责的效力；二是运动式治理的问责

风暴，可能强化机会主义的行政作风并最终形成问

责制的短暂生命周期[38]；三是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存

在全过程问责缺失、重政治方法轻管理技术的缺

陷[39]。另外，问责制度及其实施存在的“一刀切”

“泛化”“运动化”问题，导致问责对象在问责过

程中产生问责疲惫与问责规避心理和问责缓冲及问

责对冲的应对策略，从而逐渐消减强化问责对政府

绩效的积极作用。总言之，本文基于自然实验分析

发现的倒U型趋势有效回应了学界关于问责“有

效”抑或“无效”的争论：强化问责在实施初期显

著提高了政府绩效水平，这与问责“有效派”的观

点相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延，问责对提升政府绩

效的影响趋于下降甚至消失，这与问责“无效派”

的观点相吻合。可见，两派关于问责效果讨论发生

争议的原因可能是各自关注了问责发生的不同时间

阶段。因此，本文立足全国宏观数据和基于自然实

验的分析，为这一争议的成因提供了初步的解释，

以及为理解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时效

视角。为打破强化问责提升政府绩效的“时差”

（时效差别），强化问责的同时应该配套赋能、容

错和构建动态问责的机制，关注问责的时间效应，

针对问责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态调整问责方式方

法和控制好问责的时间节奏，持续发挥问责效力。

本文研究在时间长度和数据全面性存在不足。

本文追踪的时间只是反映了强化问责前后六年间县

级政府绩效的变化，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数据才能更

好地呈现问责的长远和持续影响；同时，囿于疫情

期间难以获取CFPS调查的县级政府的名称并匹配

客观绩效数据，本文仅采用公众评价的角度来测量

政府绩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影响政府绩

效的因素有很多，其与政策的协同度可能会影响强

化问责的效应，本文难以一一囊括。因此，未来的

研究可立足更长时期、综合反映政府绩效的主客观

数据，整合更多的影响政府绩效的变量因素，来进

一步检验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长远和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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